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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

《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的相通


陆　晓　光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摘　要：《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今天对它的研究需要开拓与“世界文学”沟通融会的
新思路；马克思文论源于西方文化背景，她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需要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

的新途径。从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三个方面，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两者的相通性。

　　关键词：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文心雕龙；马克思美学

　　１５００多年前亚洲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写道：“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
越，合则肝胆。”刘勰此语谈论的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技巧，而依循孔子《论语》中“告诸往而知来

者”，“始可与言《诗》也”①的古例，我们可以引譬连类地说，其中已经提示了一种比较诗学的方法。

１５０多年前欧洲的哲学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随着物质生产领域中世界市场的形成，
精神生产领域中也将出现“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将日益消解。马

克思这个预测在当代世界“全球化”过程中已然成为显豁事实。

如果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典世界的文论经典，那么马克思美学思想则是现当代世界文艺学领

域“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本资源。那么，《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这两个分属“胡越”的文论体系能

否合成“肝胆”？我们能否从马克思所谈论的“世界文学”的层面上找到两者之间相通或互补的方面？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代表作，今天已经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具有跨国性，而发源于西方的

马克思文艺观在中国则早已被公认为主流文艺思想之依据。因此至少在中国，这两种文论体系客观上

已经某种程度地“合成肝胆”。问题在于如何从理论上分析与把握两者的相通性与互补关系。

笔者认为，一方面，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

等类型）；另一方面，任何思想体系中也都内含某种超越具体社会形态的根本精神或理念。② 《文心雕

龙》与马克思美学无疑都内含某种“根本精神或理念”。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个看来迥异的文论体系中

提炼出各自的“根本精神或理念”，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能找到两者“合则肝胆”的因缘所在。本

文是为尝试。③

一　审美情志之相通

审美情志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审美情愫，其二美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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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原为参加中国文心雕龙学会２００２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并作为大会主题发言发表。现为修订稿。（２０１４年３月）
分别见《论语》的《学而》、《八侑》篇，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９页、第２５页。
“必须注意将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区别开来。不作这样的区

分，任何道德继承都变成不必要的了。”（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８４页）这段话对本文提供了方
法论的启示。

《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在创作论方面的相通之处，参见陆晓光《古典文论资源与马克思创作论———一种阐释维度的尝试》
（载《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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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情愫指一种对艺术和审美活动的持续、稳定、深挚的情感。正如体育家需要身体筋肉等基本

素质、慈善家需要仁爱同情的基本素质一样，审美情愫是文艺家的基本素质，同样也是任何对艺术具有

洞察力的文论家的基本素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之心的强度事实上却有个体差异。审

美情愫可谓一种特殊的、强度较高的爱美之心。“艺术是天才的事业”，而文艺理论首先是具有审美情

愫者的事业。毫无疑问，《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各自都包含着对艺术和美学问题的深刻见解，而两

者的作者如果没有审美情愫，这些深刻见解不会由他们提出。

刘勰的审美情愫在《文心雕龙》全篇优美的骈体行文中在在流露，艳溢锱毫。虽然骈体文在刘勰时

代是一种盛行的文体，但是以骈体形式撰写如此长篇，所写内容又是如此专业艰深、系统宏大，这在当

时却是绝无仅有。进而言之，将骈体的美文形式与文论的系统研究结合起来，这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乏继者。《文心雕龙·离骚》有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我们可以接着说：不有

刘勰的审美情愫，岂见《文心雕龙》？

刘勰的审美情愫确实是积蓄已久，非同寻常。《文心雕龙·序志》中有一段作者自述：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

短短数语，吐露宿愿。《序志》是刘勰讲述写作《文心雕龙》之原由的篇章，其中特别言及他本人七岁时

“攀采彩云”之梦，可谓意味深长。即便作者这段七岁之梦的自述属于作文虚构，它也至少表明刘勰把

撰写该书首先视为一种审美事业；而假如这段叙述为真实回忆，则更表明刘勰自幼便是爱美情种。

《文心雕龙》是一部专门研究“文心”的著作，《序志》篇开端有云：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

其中“琴心”、“巧心”作为典故和修辞，其意突出的是“心哉美矣”，可谓开首已见“审美情愫”。据范文

澜注引，该二词又分别指谓秦汉前涓子和王孙所著两部书的书名，如此，“《琴心》”、“《巧心》”又可谓特

别喻指钟情于音乐性语言文字的审美情愫。范注“文心”条又引《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彩

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①据此，“文心”的语源释义与刘勰早年所梦“彩云若锦，则

攀而采之”不谋而合。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７２８页。
②③　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梅绍武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５页；第５４３页。
④　陆梅林辑注：《马恩论文学艺术》下册“马克思的文学欣赏”部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４页。

马克思的审美情愫未必逊色于刘勰。虽然马克思一生主要研究的是哲学、经济学等而非专门的文

艺美学，虽然马克思的著作并非如《文心雕龙》那样是以韵文形式写就，但是可以并不夸张地说，马克思

所有著作是以他所属语言的特殊方式处处流露审美情愫。例如，马克思著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讲究修

辞，《共产党宣言》曾因此而被评论为“革命的修辞学著作”②；马克思著作的另一显著特色是乐于并善

于使用文学典故，如所周知，其典故所涉几乎包括他当时所能见到的欧洲文学史上所有代表性作家作

品：从古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启蒙运动后的歌德、席勒、巴尔扎

克等。马克思著作中的审美情愫是如此浓厚弥漫，以至西方有学者这样评论：“对马克思来说，文学不

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构成的手段”，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来形成形

态的方式”③。马克思不仅在理论著述中念念不忘文学，频频使用典故，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以阅

读文学和朗读诗歌为娱乐休息方式。④由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一生的追求都贯穿着审美情愫。

与刘勰早年梦想“攀采彩云”相类，马克思的审美情愫在其早年也有特别表现。马克思在大学读书

期间写过大量诗歌，其突出主题之一是表达对艺术的热爱与憧憬。在一首人们较少注意到的《小提琴

手》诗中，马克思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当时的艺术之梦，兹引录全诗如下：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淡淡褐发垂额间，／腰佩长长的宝剑，／身披宽宽的褶皱衣衫。／／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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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手啊琴手，为何你奏得如此急切？／为何你怒目环视？／为何你热血沸腾？／琴手啊，你
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问我如此拉琴，／请看一看海在咆哮！／它冲向危崖，声若惊雷，击得粉碎，／我也要拉
到双目失明，胸膛迸裂！／让灵魂沉入地狱，戴着余音回旋！”／／

“琴手啊！你冷嘲热讽揉碎心，／英明的上帝赐予你的艺术，／你该把它化做乐曲飞上九天，／
让它伴着灿烂群星舞翩翩！”／／

“什么话！我要把这血污的长剑／直插你的心间，／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艺术，／它从冥冥
地狱爬进头脑里面。／／

我从魔鬼那里买来这生计勃勃的艺术，／它使我魂飞心醉。／魔鬼为我击拍还用粉笔谱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进行曲，／我得日日夜夜拉琴，／直至弓弦使我肠断肝裂。／／

小提琴手拨动琴弦，／淡淡褐发垂额间，／腰佩长长的宝剑，／身披宽宽的褶皱衣衫。①

马克思在诗中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受到压抑而不折不挠进行抗争的小提琴手，提琴手痴迷于音乐，

无法忍受来自“上帝”对自己艺术追求的压制，随时准备为抗争而不惜奉献生命。如果说小提琴在诗中

象征着艺术美，那么该诗可视为青年马克思对自己审美情愫的一次壮怀激越的演奏，其中的主旋律与

刘勰早年“攀采彩云”之梦近乎异曲同工———刘勰的“攀采彩云”之梦引导他后来写作精美辉煌的《文

心雕龙》，而马克思的这一壮怀激越的演奏则可视为他后来追求“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理想社会的序曲。

再作美学理念层面的比较。审美情愫指谓对审美对象的自发情感，美学理念指谓对审美活动的自

觉意识。后者是任何成体系的文艺理论的逻辑基点。

在《文心雕龙》中，美学理念集中表现在《原道篇》对“文”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一段阐说中：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

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查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

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

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愈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

奇：夫岂外饰，该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这里，刘勰的论证逻辑是：美（“文”）与天地自然并生而来，日月山川、云霞草木、龙凤虎豹，举凡有

生无生、动物植物乃至自然万象皆有美的呈现；然而“有心之器”的人与“无识之物”的自然万象还另有

更重要的区别———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因此有“秀心”的人较之“无识”的自然万物理应有更

高的审美追求。这里我们看到，刘勰通过将美的起源归结于自然之道，从而赋予作为“天地之心”的人

之审美追求以形而上的根据；刘勰又通过展示“无识之物”的绚烂多姿，从而衬托“有心之器”即人之审

美活动理应达到的超越境界。显然，《原道》篇阐释的“文心”乃是贯穿整部《文心雕龙》的美学理念和

立论基础。

马克思的美学观也有一个理论基点，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也是通过将人与自然，确切地说是将人

与自然中的动物加以比较而界定这个理论基点。在其著名的、被现代美学视为美学经典的《１８４４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有一段关于人与动物之根本差异的比较分析：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

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

肉体需要支配下才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支配也进行生产，而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支配

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

６２

① 马克思：《小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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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他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动物的种的尺度来建造，而人却懂

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

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

马克思在这里从经济学的层面切入分析，比较了人与动物“生产”活动的差异：其一，动物的生产是

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其二，动物只是在肉体谋生需要时才生产，而人则只有在摆脱了肉体谋

生需要时才真正进行生产。前一种差别提示了人应当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后一种差别强调了人只有

在摆脱肉体谋生需要的领域才可能全面发展。这两个差别显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人的片面

化、工具化的存在困境而发。这里的关键点更在于马克思通过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即真正合乎人性的

“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活动。显然，马克思的论证思路是通过将人与动物的“生产”加以

区别而界定人的独特性，由此说明什么是合乎人性的活动，由此提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生活

理想。

由此大体可见，在关于美的根本理念上，马克思与刘勰的论证是殊途同归：《文心雕龙》由“自然之

道”而论证人应当有高于自然万物的“文心”即审美追求；马克思由人与动物的“生产”之别而界定人类

理想生活是“按照美的规律建造”。虽然马克思美学主要关注人类的生产劳动，而刘勰显然是专门聚焦

于诗文创作，但是两者的审美情愫都从各自关注的问题域而上升为美学理念，两者都把审美活动视为

人的理想生活的核心内容。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与刘勰都是自觉的审美主义者。

二　社会关怀之相通

但是从《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的整体看，两者在论述具体文艺问题时，却并没有把美的尺度作

为评判的唯一标准，更没有将之作为最高标准，而是更多地关注文艺的社会功用。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提出了两个形而上的概念：一是作为“文”（美）之来源的“自然之道”，

一是作为“人文之元”的“太极”。刘勰由前者而论证审美的应然性和理想性（前已述及），由后者而论

证诗文的社会功用。关于后者，刘勰有曰：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钧六经……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

所谓“太极”，广义是指“天地”万物之所起，狭义是指孔圣与儒学的“人文”之发端。将儒学的人文

经典追溯至“太极”，意味着将前者作形而上的提升。由此可见，《原道》篇中实际上同时提出了两个理

论基点。

刘勰对这两个理论基点的实际运用并非没有轻重先后。《文心雕龙》全文首列“原道”、“征圣”、

“宗经”三章，其标题就突出显示它是以儒家思想为文论宗旨。儒家创始人孔子在《论语》中论诗之功

用时，首重其“思无邪”的教化功用，而教化的目标则直指“事父事君”的现实政治。② 刘勰循此而作发

挥，《原道》篇中定义诗文功用为：“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征圣》篇有“政化贵文”之说；《宗经》篇又极

言儒家经典之神圣，能够“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而其意义则被归结为“制人纪”。在《文心雕龙》卒

章《序志》篇中，刘勰甚至把文学的价值直接界定为服务于君臣国家：“唯文章之用，……君臣所以炳焕，

军国所以昭明”。

这样一种主导思想实际上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各个具体章节中，尤其是贯穿于论述文体的各章节

中。《文心雕龙》所论文体中，有许多直接属于君臣政治和军国交往的专用文体，例如：“颂赞”、“祝

盟”、“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这些文体在宫廷政治以外几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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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９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陆晓光：《略论中国文学的政教传统》，《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考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

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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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武之地。此外的一些文体虽然其运用范围并不限于宫廷政治，但是刘勰也随处突出它们的政教功

能，或以儒家政教要求予以衡量褒贬。下面不妨从这类论文体的章节中各举一例以见：

《正纬》篇：“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按：突出“纬书”之“伪”，及其与儒家之“经”的相悖，由是贬斥之。

《明诗》篇：“顺美匡恶，其来久矣。……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神理共契，政序相参。”

———按：显然可见对诗歌之政教功能的强调。

《乐府》篇：“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

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

———按：乐曲功用甚至被视为关乎国家兴亡。

《诠赋》篇：“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毂者

也。”

———按：强调赋须有助“风轨劝戒”。

《箴铭》篇：“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

———按：“警戒”者，警示告戒也。此亦显然关乎社会道德政治的教化。

《论说》篇：“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按：对“论说”文体之名的释义直接强调了“伦理”与“圣意”的法则。

从上引论述看，可谓其中在在贯穿并突出了《原道》篇中“经纬区宇，弥纶彝宪”的政教文学理念。

再看马克思文论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

活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美学的理论基点是对人与动物之区别的界定。这个界定与马克思的社会理

想一致。① 但是马克思有关文学的具体评说却明显表现出更为关注社会功用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其

另一个理论基点相关。

如所周知，马克思关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的看法是与他的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本人

关于唯物史观的一段经典性表述中包含着这样的观点：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意识形态

是人们借以克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冲突”的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变迁

的最基本机制，而历史变迁理应朝着人类自由解放的方向演进；因此，文艺应该为推动历史进步服务。②

无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解释，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话语和文艺批评中，文艺的价值和

社会功能通常被首先表述为其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就此而言，把马克思文论归结为注重社会功

用的文论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提出的唯物史观原理；从而，在广义的层面，马克思文论的唯物史观基点

与《文心雕龙》的“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实有相通的社会关怀之指向。

马克思曾有评论友人拉萨尔剧本《济金根》的一封书信。③ 拉萨尔该剧本是以历史题材表现当时

问题，对此马克思予以充分肯定：“我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这个评赞显

示出马克思主张文艺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观点，并与《文心雕龙·史传》中“居今识古”、“虽殊古

式，而得事序”的论说相通。马克思还承认在初读该剧本时受到“强烈感动”，但他同时强调对作品的评

价必须主要依据站在历史进步立场上的“纯批判态度”。如果说“强烈感动”意味着马克思对该剧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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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陆晓光：《马克思的审美情愫与社会理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

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
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
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
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８２页。

马克思：《致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５７２～５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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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的肯定评价，那么“纯批判态度”则导致他对该剧本历史进步功能的否定评价。这种分析评论与

《文心雕龙·辨骚》对屈赋的褒贬分判有所暗合，后者总评屈赋为：“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

恩格斯曾经把他和马克思的文艺批评标准概括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①，值得追问的是这两个批

评尺度有无先后？孰先孰后？何以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马克思本人早年任职《莱茵报》记者时

已经面临矛盾并作出选择。他在一篇报道社会问题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谁要是经常听到周围居民因

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达思

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

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②马克思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当时普鲁士政府压制这

类直面现实矛盾、为贫苦人民呼吁的文章，其理由则是声称这类文章在语言形式上缺乏优美谦恭之致。

马克思这番话预示了他以后具体评论文艺价值时的基本倾向，即历史尺度先于美学尺度，社会关怀的

内容重于文本的艺术形式。例如，后来他在对《济金根》剧本的评论中，甚至把艺术技巧上的缺点评价

为某种相对意义上的优点，他对作者拉萨尔写道：“既然你用韵文写，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

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个优点，因为我们

的专事模仿的诗人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③

在艺术性和社会功用两个尺度孰先孰后问题上，刘勰也显然是首先关注社会功用方面。例如《诠

赋》篇写道：“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者也。”在

刘勰看来，一首赋尽管修辞技巧富丽丰润，假如它对政教不能起积极作用，那么受到贬斥乃是理所当

然。另一个例子是刘勰对诗歌“比兴”技巧的界说，“比兴”作为一种诗歌技巧，其功能至少未必一定关

乎美刺讽喻，而《比兴》篇则云：“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有意偏重了“比兴”的政教功能。

由上所述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刘勰与马克思都有深挚的审美情志，而两者在具体的文艺研究和论

说中，却殊途同归地更为关注文艺的社会价值。尽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的社会关怀表现为“思无

邪”、“制人纪”、“匡谏”等话语，而在马克思文论中，则表现为“历史规律”、“阶级”、“人民”等话语，但

是，正如本文开首所指出：如果我们承认在这些话语后面潜在着某种“根本精神或理念”，那么在社会关

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之间有着深层的相通。

三　人文追求之相通

我们把社会关怀界定为主要指向世俗生活的人际关系、礼仪制度方面，而人文追求主要指向人的

心灵生活领域。有魅力的文学一般总是对应着人们某种深层的心灵诉求，而有洞察力的文学理论必定

在此方面有所揭示。

如果说心灵生活必然要面对神、人、物三个层面的问题，那么人文追求至少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其

一，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它以人本身为最高价值尺度，从而区别于宗教领域中的神文；其二，在人与物的

关系上，它崇尚心智精神的发展与充实，反对颠倒心物关系的拜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可谓是人

文之学，而《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也有着相通的人文追求。

在人与神的关系上，马克思有个著名比喻：“宗教是麻醉被压迫人民的精神鸦片”。今天看来这个

比喻不无偏激或偏颇。然而如果考虑到宗教在欧洲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和马克思所处当时蒙昧主

义宗教的特殊背景，那么我们不能苛责这种偏激；如果说人的心灵诉求并非只有宗教才能满足，那么马

克思对宗教的评断即使片面也包含合理性。马克思曾同时指出，被压迫者在宗教里蒙受的苦难“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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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５７页。
马克思：《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２１０页。
马克思“《致济金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５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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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①因此，毋宁说马克思对被压迫者的宗教处境是

充满同情的理解，他对宗教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造成宗教之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然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

是，对于马克思，文艺较之宗教乃是更合乎人之本性的、人赖以提升自己乃至解放自己的理想方式；因

而文艺也理应并可能是替代宗教的心灵生活之理想方式。早在年轻时代，马克思就曾经在诗歌中表达

了这样的思想：文艺应该取代蒙昧主义宗教。例如他在本文前引《小提琴手》诗中激烈抨击过“上帝不

懂也看不起艺术”。在另一首讽刺短诗中，他辛辣嘲讽了当时基督教蒙昧信徒对提倡审美教育的席勒

的指责：“席勒这个诗人好是好，糟的是他《圣经》读得少，在他的《钟之歌》里，真可惜，连复活节都没有

提到，也没有提到耶酥基督，怎样骑着毛驴进城堡。”②马克思后来写的第一篇长篇文学评论，评论对象

是当时畅销小说即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其中也着力批判了宗教救世的观念。该小说写一个贵族

青年的主人公如何通过基督教方式拯救改造巴黎底层社会的三名沦落者，而马克思的分析结论则是，

基督教的拯救方式最终导致的是“把三个人都毁了”。③

在马克思文论中，文艺之替代宗教的人文价值首先是通过对宗教及宗教性文学的批判而间接呈

示，而在《文心雕龙》中，这种替代价值则首先是通过对文艺性质和功能的正面阐说而直接表述。例如

在首章《原道》篇中：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被赋予形而上的宇宙法则的依据；

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

———“人文”被推崇为教化人心、从而达到治理人世之目标的唯一正途和最高法则；

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表现为“文辞”的“人文”甚至被直接比拟并替代为天下最微妙的“神理”之“教”。

与马克思对当时蒙昧主义基督教的批判相对应，《文心雕龙·正纬》中也有针对当时具有蒙昧主义

神学性质的纬书的批判，其中写道：

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

刘勰将纬书视为与儒家经典在性质和理念上迥然有别的“神教”，他首先是站在儒家政教立场上批

判这种蒙昧主义“神教”的。但是，儒家政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学而得以实施，中国文学的源远流

长辉煌灿烂，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得益于它与具有人文性质的儒家政教的唇齿相依共生互动之关系。在

这个意义上，儒家政教立场的批判也同时意味着人文立场的批判，从而意味着表达或承载“文心”的美

学立场的批判。刘勰在同篇中称纬书“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全书以“文果载心，余心

有寄”结尾，这些都表明刘勰当时心中确实有一个不同于“神教”的“文心”即人文之心的精神支点。

美国文化学者詹明信认为，在当代西方各种“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是唯

一的世俗思想体系。”④詹明信的视阈不无其局限，因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东方中国的儒家文化显然也

是一种迄今仍有生命力的“世俗思想体系”。但是詹明信把“世俗思想体系”的性质视为马克思主义的

当代价值之一，这一观点却别有启示。循此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层面认识《文心雕龙》的当代价值。因

为在《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中，我们确实足以看到一种相通的、“世俗”性质的人文追求。

需要指出，刘勰所批判的“神教”是针对“纬书”而言，并不包括佛教。据考证，他是在入佛教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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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原文的中译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
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６５４页。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２０７—２６６页。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２１页。



陆晓光：审美情志、社会关怀、人文追求：《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的相通

寺依沙门僧佑时期撰写该书，并且在撰写《文心雕龙》之前长期从事佛教典籍整理工作。①据此可见，在

刘勰心目中，人文性质的儒教与神文性质的佛教可以并行不悖，乃至相佐互补。以现代世界多元文化

谋求交流互补的观点视之，秉持儒家立场撰写《文心雕龙》的刘勰同时对佛教怀抱敬意，这可谓是一种

值得充分肯定，乃至弥足珍贵的包容兼蓄的态度。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健全的社会理

应容纳并尊重各种不同信仰者。他在《健全的社会》专文中以赞赏的笔调描述过一种经济社团，该社团

的成员除了进行生产协作外还自由地参加各自选择的业余团体，其中的精神生活团体包括天主教小

组、人道主义小组、唯物主义小组、新教小组等。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针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冲突，更

倡导有助于各种思想体系者互相交往、包容沟通的“主体间性”，在道德伦理的“话语共同体”中高度尊

重差异，向所谓的各种“他者”或“陌生者”开放。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撰写《文

心雕龙》的刘勰同时敬奉佛教，这可谓是中国古代儒道互补、儒道佛兼容之传统中的一个较早范例，在

这个范例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中，可能蕴含着较之西方宗教文化传统更多的有助于建设哈贝马斯所谓

“主体间性”的人文资源。

①　王元化：“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佑校订经藏……”（王元
化：《读文心雕龙》，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页）又：贾树新：《〈文心雕龙〉撰写年代综考》：“刘勰于齐武帝天监二年（公元４９１）二
十岁依居僧佑，于定林寺整定与录序佛经；至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５０３）三十二岁时，在定林寺中撰成《文心雕龙》。”张少康《有关刘勰
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刘勰是在“入佛教定林寺依沙门僧佑时期撰写该书”。（参见《２００２年第七届国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
集》）

②　［美］艾·弗洛姆：《弗洛姆文集》冯川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９６页。
③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伦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６、

１６９页。
④⑤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３页；第１２６页。

人文追求的另一个表现是如何看待人与物（即精神追求与物质欲望）之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文

论的一个核心指向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所谓“异化”，其实质乃是指人与物的价值关系

的颠倒。马克思对这种价值关系之颠倒的批判集中表现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段以心物关系
为基轴的对比性描述中，虽然其聚焦点是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厂劳动：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

产品越完美，他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他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他自己越无

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

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为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

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

器；劳动者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④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价值”与“低贱”、“完美”与“畸形”、“文明”与“野蛮”、“力量”与“无力”、“机巧”

与“愚钝”、“富人”与“赤贫”、“宫殿”与“贫民窟”、“智慧”与“痴呆”等一系列截然相反的两极对比，无

与伦比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盈利法则主导下的人与物之价值关系的颠倒。马克思还认为，经济活动中的

这种价值关系的颠倒（人在劳动中变得日益“愚钝痴呆”）必然渗透到审美领域，例如他同时指出：“对

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也没有什

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的特性”。⑤

刘勰所处的是马克思所谓“古典手工业”时代的社会，因而他不可能看到马克思所尖锐揭露并批判

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但是人与物的矛盾，人的心智需求与物质欲望之间的

矛盾，却存在于以往任何社会，而并非资本主义时代所独有。如果说文学是人赖以满足心智需求的一

种方式，那么对文学的热爱与崇敬本身就意味着置心智需求于物欲之上，意味着某种合乎人性地看待

人与物之价值关系的生活方式。就文学理论而言，则还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自觉认识。《文心雕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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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纲领性的首章《原道》篇写道：“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这段论述已经包含了对

“物”与“心”之价值关系的明确界定，从其反问式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咀嚼出这样的意味：“有心之器”

的价值高于“无识之物”。刘勰在卒章的《序志》篇中又写道：

逐物实难，凭心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意，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这段文字充满慨叹，令人感觉到，他对“物”与“心”之价值关系的界说并非只是出于纯理论推导，

而是基于亲身经历并深切体验过的心物矛盾的困境。另一方面，如果说“逐物”是指追逐物质利益，“凭

心”是指心灵寄托，那么刘勰强调的是：唯独“文”才是他的心灵赖以寄托的方式。由此亦可见，刘勰所

谓“逐物实难”与“凭心良易”的难易之对比，乃是针对“文”之追求者而言。换言之，这段文字中包含着

这样的认识：文学创作非“逐物”者的事业，乃“凭心”者的寄托；以“逐物”态度追求“文心”，实为南辕北

辙之难事。由此我们看到，刘勰这里对“心”“物”之价值关系的认识，与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有

着潜在的某种程度的同构：两者在本质上都以“载心”为符合人性的审美活动之目标，两者都揭示出“逐

物”欲望与审美“文心”的对立。如果说马克思是对现实中已经被颠倒处理的心物关系加以批判，那么

刘勰则是对现实中可能颠倒处理心物关系的倾向提出警戒。

《文心雕龙》与马克思美学在心物之价值关系上的相通，还可以从如下两段具有对应性的文艺评论

中得到印证。

马克思区别过两种性质不同的创作活动：

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天性的能动表现。……但是，在

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

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吟唱的歌女是非生

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

动者。①

马克思认为“出于天性”的创作或“自行”的歌唱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为资本增殖、服从于赚钱目标的

写作或歌唱则属于“生产劳动”。虽然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生产劳动”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法

则而言，然而其中蕴含的价值评断尺度，与刘勰所言“逐物实难，凭心良易”未必没有相通。

《文心雕龙·情采》中也区别过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此为情而造文也；

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为情而造文”的特征是“志思蓄愤”、“吟咏情性”，此近似马克思所言“出于天性”的“自行歌唱”；“为

文而造情”的目的是“鬻声钓世”（“鬻”者，卖也；名之所在，利亦随之），此又接近马克思不以为然的“为

赚钱而歌唱”。显然，刘勰与马克思都是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创作活动，他们对这两

种创作活动的褒贬态度也可谓大体合致。

由此我们还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文论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普遍流传并被接

受，它在全世界业已转成弱势的处境中之所以迄今依然在中国具有生命力，原因之一与两者间的这种

相通之处不无关系：两者都渗透着审美情志，两者都自觉于社会关怀，更重要的是两者都以人文价值为

最高理想。在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当代中国，《文心雕龙》与马克思文论诚可谓是：“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责任编辑　刘晓虹　实习编辑　张虹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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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４３２页。


